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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创

新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石，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环

节。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起步晚、底子薄，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与真正的科技强国仍存

在较大差距，同时基础研究的公共品属性使得其支撑主体主要为公共财政，但现阶段我

国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存在碎片化、结构失衡、审批过程复杂、资助方式和绩效评价方法

不合理等问题，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优化财政基础研究经费结构、完善财政

基础研究经费配置、评估方法等措施，使财政资金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基础研究发展的驱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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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使

科技创新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扮演更为关键的角

色。加快科技领域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并进

一步树立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核心地位的重中之

重。基础研究处于整个科技创新链条的最前端，是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石。纵

观世界发展史，世界强国无不都是科技强国，世界

科技强国无不都是基础研究强国。我国的基础研究

起步晚、底子薄，以衡量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

SCI论文数量来看，2017年我国发文量、被引用次数
均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仍存在较

大差距，各学科加权影响力指数（FWCI）也低于世界
平均值。

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需要大量经费的支持，我

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保持高速增长，自 2008
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近 18%。但相对于科技创新发
达国家，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上仍存在明显差距。

2008年-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 R&D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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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弗拉斯卡蒂手册》编于 1962年，是对科技活动进行测度的基础，
阐明了研究与发展（R&D）活动是科技活动最基本和核心的内容。该
手册中给出的基础研究定义为：为了取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
基本原理的新知识，并不以任何特定的或具体的应用而开展的实证
性或理论性工作。这一定义影响较为深远。
于除特殊说明外，本文在不涉及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国际对比分析时，
均采用微观口径进行度量。
盂OECD数据库按照国际通行分类法，按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将政府
和高等院校区分开，政府投入中不包括本文界定的“微观口径”下投
向高校的基础研究经费。
榆高等院校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主力军。财政资金投向高校，依托
研究型高校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成功经
验。我国现行科研环境下，作为基础研究重要投入与执行机构的高等
院校每年花费在基础研究项目上的经费几乎都来源于财政资金。故
OECD数据库中政府和高等院校两大投入主体经费投入之和可以佐
证宏观口径下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已达到 90%以上。

重仅为 5%左右，而美国、日本、韩国等基础研究经
费占比普遍维持在 15%-25%之间（王利政，2011）。
科技发展起步阶段，对基础研究发展重要性认识不

足，从长远看无法实现科学水平从“跟跑”到“领跑”

的转变。近些年我国科技企业接连遭受西方发达国

家技术上的封锁，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给予的启示，

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基础研究能力对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性，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基础研

究对高质量科技创新理论源头知识的支撑。

市场经济体制下主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其固

有的缺陷，比如无法解决公共品的生产与提供问

题。基础研究这类周期长、风险大、成果外溢性强的

公共品单纯由市场提供无法满足国家需求，这为政

府财政资金介入科技创新领域支持基础研究发展

提供了必要性，财政资金成为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

重要因素。

二、我国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现状分析

（一）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统计口径

为在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并保证数据的可

比性，目前我国对于基础研究做出的解释与弗拉斯

卡蒂手册淤中的概念保持一致。但随着全球科技的
迅速发展，基础研究统计口径的内涵广泛化、价值

多元化成为其重要特征。现阶段我国学者对基础研

究的探索应跳出基础研究“不以特定的或具体的应

用而开展”的传统约束，服务于“以科技创新提高社

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规划。具体到财政基

础研究投入的口径问题，各国、各组织之间统计口

径同样存在差别。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讲，在理论方

面的“基础研究”界定下，除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

学技术支出类下的基础研究款之外，一般公共服务

类下的人力资源服务款，尤其是资助留学回国人

员、博士后日常经费、引进人才费用，知识产权事务

款，教育支出类下的普通教育款和留学教育款等支

出也可全部或部分算作基础研究投入，这部分资金

大多由财政依托高等院校进行，但本质上仍是财政

投入行为。

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可区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

层面。微观口径于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
支出类下的基础研究款，财政部数据按照此口径计

算，2019年我国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占基础研究总量
的比重约为 60%盂；宏观口径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中科学技术支出类下的基础研究款、人力资源服务

款、知识产权事务款，教育支出类下的普通教育款

和留学教育款等主要依托高等院校投入且具有“基

础研究属性”的款项之和。按照此口径测算，当前我

国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占基础研究总量高达 90%以
上榆。
（二）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

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速是政府价值判断

和行为导向的重要指标，“重技术、轻科学”的短视

宏观科技发展策略倾向于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到

具有短期内带动经济增长属性的应用技术领域，这

类行为无疑会压缩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显著但具有

极强正外部性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支出（罗珵，

2019）。近些年我国对经济社会处于转型过渡时期
的定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决定了我们要走

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将基础研究———新格局下优化

经济结构所急需的高新技术的基础和根源，视为引

领发展的最重要引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

表现为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

势。如表 1所示，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从 2008年的
190.5亿元经过十二年的高速增长，到 2019年达到
了 822.5亿元，四倍于 2008年的投入水平。增长速
度最快的一年增速超过 20%，虽然 2016年增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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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了 3.4%，但 2019年恢复高速增长态势，整体来
看十年间的年均增速近 15%。财政资金的跨越式增
长为我国基础研究注入了活力。

（三）中央财政是支持基础研究的主体，其资助

形式呈现多样化

如表 1所示，2019年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经
费为 671.2亿元，十余年间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基
础研究投入的九成，是支持基础研究的绝对主体

（李小健，2013）。同时，现阶段我国中央财政以多种
途径将资金拨付给各部委（主要是教育部、科技部、

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等），各部委再根据自

身职能使用财政资金开展研究活动，支持基础研究

的发展。主要有：科技部统领下的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项资金和国家（重点）实验
室专项经费，旨在解决我国创新驱动战略中的重大

科学问题，以及对人类认识世界起到重要作用的基

础性、前瞻性的科学难题；教育部为解决我国缺少

“从 0到 1”基础性原创成果问题，依托高校推行
“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加强基础研究
活动；中国科学院下的知识创新试点工程和“百人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的科学基金，主

要围绕实施源头创新战略、科技人才战略和创新环

境战略，按照基础研究资助管理的阶段性发展需

求，统筹基础研究的关键要素，构建起探索项目、人

才项目、工具项目、融合项目四位一体的资助格局。

旨在培育创新思想，提升原始性创新能力；中央级

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博士后科学基金

等中央财政支持基础研究的形式，是中央层面对基

础研究发展高度重视的体现（见图 1）。
（四）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投入逐步提升，成为有

效补充

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以 2007年为分界点
已由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导的模式演变为央地财

政共同投入的双主体结构，中央财政对科技投入的

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而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水平则逐

步提升，占比超过 50%。但地方财政向来不是基础
研究投入的主体。过去十余年间仅占财政基础研究

投入总额的一成上下，占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比重

未超过 2%。近些年来为改善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数
量和结构的现状，国家层面适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表 1 2008年-2019年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年份
基础研究

总量（T）
增速（%）

财政支持

部分（F）
增速（%）

中央财政

部分（C）
增速（%） F/T（%） C/F（%）

2008 220.8 26.5 190.5 - 170.2 - 86.8 89.3

2009 270.3 22.4 228.6 20.0 208.6 22.6 84.6 91.2

2010 324.5 20.0 265.1 16.0 242.7 16.4 81.7 91.5

2011 411.8 26.9 325.8 22.9 294.3 21.3 79.1 90.3

2012 498.8 21.1 361.7 11.0 328.1 11.5 72.5 90.7

2013 555.0 11.3 406.7 12.4 360.3 9.8 73.2 88.6

2014 613.5 10.5 471.1 15.8 438.3 21.6 76.8 93.0

2015 716.1 16.7 550.9 17.0 500.5 14.2 76.9 90.9

2016 822.9 14.9 569.7 3.4 518.1 3.5 69.2 90.9

2017 975.5 18.5 605.0 6.1 533.2 2.9 62.0 88.1

2018 1090.4 11.8 649.3 7.3 552.6 3.6 59.5 85.1

2019 1335.6 22.5 822.5 26.7 671.2 21.5 61.6 81.6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财政部网站、Wind数据库、《2008年 -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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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支出形式

引导地方财政积极投入基础研究领域。为推动地区

可持续发展，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地方财政在确定

需求导向的前提下选择优先资助领域，设立以产业

需求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合作计划和基础研究机构，

逐渐成为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有效补充。以高

度重视基础研究发展的山东省为例，在《关于进一

步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意见》中山东省明确提

出要统筹考虑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合理设置任务目

标。在落实举措上，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具

有可操作性的创新举措，力求能够全面科学指导全

省基础研究工作，以此达到完善基础研究系统布

局、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建

设等目标。在省级财政的支持下山东省近些年建立

起了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等

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资助形式。过去十年间山东省

基础研究经费显著增加、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创新型

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平台支撑能力提升迅速，这些成

果的取得均与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密不可分。

表 2 财政预算拨付各部委支持基础研究情况

年份 教育部 科技部 自然科学基金委 中国科学院

2010 N/A 320000.00 837792.98 556282.97

2011 200774.81 370000.00 1204085.84 N/A

2012 215688.81 420000.00 1500000.00 993147.53

2013 N/A 430000.00 1701149.00 1089963.39

2014 243878.32 455000.00 1900000.00 1308394.32

2015 N/A 455000.00 2222143.98 1496660.39

2016 305712.87 400913.50 2486615.00 1682759.73

2017 319834.87 231375.00 2672834.00 1794143.99

2018 348265.90 123351.50 2803846.88 1894169.38

2019 352705.47 184052.50 3260055.25 2249615.07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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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2007年我国对财政收支分类体系进行了改革，在 2007年以前，财
政科技支出一项下并没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个细分项，2008
年以后才开始采用这两个指标，所以本文数据均取自 2007年之后。

三、我国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存在问题分析

（一）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具有碎片化特征

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碎片化特征具有两层含

义，一是大量名义上的“基础研究”资金实际属于

应用研究或其他研究范畴。科技部曾经对自然科

学基金、“973”计划项目、“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
施”科目等基础研究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发现

这些来源于财政拨款的典型“基础研究”项目经费

中只有 60%真正用在了基础研究项目中，而剩余
40%资金实际流入应用研究或试验与发展研究领
域。二是部分财政基础研究经费并非来源于“财政

基础研究科目”，而是来源于财政预算的其他科

目。可见宏观口径下财政基础研究投入较为分散，

即一般公共服务类和教育支出类等账目下也有属

于“基础研究”的成分，如人力资源服务款中资助

留学回国人员、博士后日常经费的投入都含有对

基础研究领域做出的支持，但现行财政收支分类

体系下没有被算入财政基础研究经费支出行列

中。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财政收支分类体系缺乏

规范性和科学性，不能按照资金的性质和实际用

途对财政科目下“基础研究”项目进行准确分类，

缺乏规范、科学的财政统计体系影响学术界对于

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测算与数据分析，同时无法

及时合理监督财政科技资金运行的情况与效率，

阻碍财政科技职能的发挥与政府在新发展格局中

政策的正确制定。

（二）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结构有待优化

1. 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占财政科技支出比重低。
财政科技支出是支持创新的最直接驱动力，按照

2007年财政支出最新分类体系①，财政科技支出账

户项目下包含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等九款，其

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是主要支出

项目。财政科技支出在 2008年总额仅为 2581.8亿
元，到 2019年突破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近 13%。财政
基础研究投入快于这一增速，但由于基础研究投入

基数较小，使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占财政科技支出的

比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见图 2），有悖于新格局发展

表 3 2008年-2019年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年份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M） 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总量（N） 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投入（L） L/N（%） L/M（%）

2008 1051.9 190.5 20.3 10.7 1.9

2009 1310.7 228.6 20.1 8.8 1.5

2010 1588.9 265.1 22.4 8.5 1.4

2011 1885.9 325.8 31.5 9.9 1.7

2012 2242.2 361.7 33.6 9.3 1.5

2013 2715.3 406.7 46.4 11.4 1.7

2014 2877.8 471.1 32.8 7.0 1.1

2015 3384.2 550.9 50.4 9.1 1.5

2016 3877.9 569.7 51.6 9.1 1.3

2017 4440.0 605.0 71.8 11.9 1.6

2018 5206.4 649.3 96.7 14.9 1.7

2019 5954.6 822.5 151.3 18.4 2.5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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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初衷，不利于摆脱基础研究领域落后的现状。

2.财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存在差距且有
扩大趋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比重折射出

一国对待“科学”和“技术”的态度。我国应用研究经

费比重是基础研究的二倍有余，远高于其他国家。

过去十余年间，我国基础研究所占财政科技支出的

比例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通过图 3可以看出，
财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的差距已经从 2008
年的 606.60亿元扩大至 2019年的 1112亿元。造成

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应用研究处于研发阶

段的中间环节，起到连接基础研究与技术产业化阶

段的重要作用，我国对应用研究始终给予高度重

视。并且在传统“重技术应用、轻基础研究”的思维

理念下，对创新链中下游环节的资金支持力度比较

大，对处于上游基础研究环节的投入没有给予足够

重视。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基

数小，在增速高于应用研究的情况下，增量仍然不

及应用研究，导致二者投入额差距扩大。

图 2 2008年 -2019年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与财政科技支出及比重（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2008年 -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图 3 2008年 -2019年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与应用研究投入对比（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3.政府是基础研究资助主体，经费来源较为单
一。从资金来源看，政府一直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的主导者，即便是按照微观口径测算，政府投入占

比仍高达 60%左右。非财政投入比重过低导致基础
研究活动对于市场前沿需求把握不够敏锐。公共品

供给中财政支持居主导地位存在其合理性，另一角

度却也展现出了经费来源的单一化特征。纵向逻辑

看，过去十余年间我国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占基础研

究投入总量的比重超过半数。从同时期我国与美日

韩国家对比的横向逻辑中可看出，我国基础研究投

入主体中，政府占 40%左右，高校占比最大（钱万强
等，2017；周新春等，2017；姜桂兴等，2018），但考虑
到高校投入基础研究经费中财政资金占绝大部分，

财政基础研究实际资金占比已超过 90%，而企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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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8年中美日韩四国基础研究投入主体情况

国家
投入总量

（亿元）

政府投入

（亿元）

比重

（%）

企业投入

（亿元）

比重

（%）

高校投入

（亿元）

比重

（%）

非营利组织投入

（亿元）

比重

（%）

中国 29149.59 12485.24 42.83 895.357 3.07 15768.99 54.10 N/A N/A

美国 91506.62 10659.49 11.65 24858.24 27.17 44179.04 48.28 11810.79 12.91

日本 21788.68 2974.579 13.65 10750.52 49.34 7587.197 34.82 476.387 2.19

韩国 13563.35 2478.254 18.27 8121.414 59.88 2821.173 20.8 142.51 1.1

入仅为 3%左右（见表 4）。
聚焦于财政经费支出中，研发活动溢出效应

普遍存在且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Grilichese Z，1980；Grossman G M、Helpman E，
1991）。基础研究因其地区间较强的外部性应被划
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央地政府之间在价值层面

存在差别，中央政府具有较为宏远的发展眼光与

足以支撑起基础研究风险的财力，呈现在技术层

面上便是中央财政成为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支持主

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方政府一方面迫于

上级政府考核的压力，同时分税制现状下地方财

力难以支撑重大科研风险，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

“多快好省”的领域。

具体来看，2019年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经费
为 671.2亿元，占到整个基础研究财政投入的八成
左右（见图 4）。将我国现状与美国进行对比：美国联

邦政府一直以来被视为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提供

者，其基础研究直接或依托高校投入占整个国家基

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常年保持在 50%左右，在联邦政
府资金的引导下，企业、非营利部门、各州政府对基

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升。

基础研究活动的外溢性导致地方财政对基础

研究的支持力度弱。地方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数量很

大，但现实情况中实际用于 R&D的比例不高，用于
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财政资金被进一步压缩。造成

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基础研究的公共物品属

性使得地方政府无法排除其他地区享用基础研究

的成果，导致地方政府在有限财力约束下，将科技

资金投入到共有技术的使用上面，缺乏对基础研究

的支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将大量

财政支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对研发周期

长、风险大的基础研究则投入较少。

注：国际对比数据来源于 OECD数据库，财政基础研究投入采用宏观口径度量。其中，中国投入总量以 2015年美元不变价

衡量。

图 4 2019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财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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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区域间不均衡现象突出。自
2009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产业结构
的调整，全国各省市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不断增加，尤以

东部发达地区为主。如表 5所示，2019年 R&D经费支
出总额超过千亿元的省市达到 6个，分别是北京、上
海、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西部地区则投入较少，以

西藏为例，2019年 R&D经费投入为 3.7亿元，这一数
字仅占广东省的 0.1%。从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
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看，强度最高的北京市 2019年
为 6.17，与强度排名位居二、三的上海市（4.16）、江苏
省（2.70）拉开了较大差距。强度最低的省份为西部地
区的西藏（0.25），东西部差距十分显著。

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区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情

况，依据 2019年部分地区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数
据，投入数量居前五的省份依次为广东、山东、北

京、上海和江苏，全部为东部沿海地区，与 R&D经
费投入总额反映的事实高度吻合。以投入数额最高

的广东为例，2019 年财政基础研究支出为 522976
万元，是宁夏地区的 350倍。值得一提的是，将各地
区财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进行对比发现，广

东、山东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数量远超过了应用研究

投入，而处于西部地区的甘肃财政基础研究仅为应

用研究的 3%，省际之间差距十分显著。长远来看，
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引擎，而科技

创新活动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科技创新

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传导至各地区经济层面，地区

经济实力愈发悬殊。

（三）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事前审批过程繁琐，经

费支持缺乏稳定性

1.财政投入审批繁琐。行政审批作为政府干预
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重要手段，审批程序的繁冗与

效率的低下将严重地扭曲微观经济行为。陈刚

（2015）用微观主体与政府打交道的天数来度量政
府管制的程度，发现政府管制对微观主体效率存在

显著的抑制效应。我国基础科研生态环境方面同样

存在着审批过程繁琐的现实状况，使科研人才总是

被“报销”“填表”等与科研事务相关程度较低的问

题所困扰。秉承科学严谨与合理规范使用科研经费

的原则，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前进行必不

可少的审批事项属正常程序。基础科研经费的审批

一般会有如下过程：基础科研人员进行网上申

报———向当地科技主管部门收文窗口提交申请材

表 5 2018年全国各地区 R&D经费投入数量及强度

地区 R&D数量 强度 地区 R&D数量 强度 地区 R&D数量 强度

北 京 1870.8 6.17 安 徽 649.0 2.16 四 川 737.1 1.81

天 津 492.4 2.62 福 建 642.8 1.80 贵 州 121.6 0.82

河 北 499.7 1.39 江 西 310.7 1.41 云 南 187.3 1.05

山 西 175.8 1.05 山 东 1643.3 2.15 重 庆 410.2 2.01

蒙古 129.2 0.75 河 南 671.5 1.40 西 藏 3.7 0.25

辽 宁 460.1 1.82 湖 北 822.1 2.09 陕 西 532.4 2.18

吉 林 115.0 0.76 湖 南 658.3 1.81 甘 肃 97.1 1.18

黑龙江 135.0 0.83 广 东 2704.7 2.78 青 海 17.3 0.60

上 海 1359.2 4.16 广 西 144.9 0.71 宁 夏 45.6 1.23

江 苏 2504.4 2.70 海 南 26.9 0.56 新 疆 64.3 0.53

浙 江 1445.7 2.57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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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评审、答

辩或者现场考察———科技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

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审定项目合理性与科研人员专

业性———社会公示———科技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

门共同下达项目资金计划———基础科研人员所在

单位与科技主管部门签订项目合同书———财政部

门拨付资助经费。这一过程体现审批环节系统性、

规范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基础科研项目事前审批过

程过于繁琐的问题，尤其是过程中至少需要科技主

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三个部门的审

批，容易造成部门衔接低效率的后果。不同于一般

科研，基础研究活动属于高层次的发明创造行列，

仅靠繁琐的行政规划审批只会把科学家束缚在繁

琐的表格和审批过程中，消耗科学家创新创造能

力，最终导致研究效率的降低。

2.财政经费支持缺乏稳定性。经费的稳定支持
可以使基础科研人员专心于科研工作，是实现基础

研究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基础研究财政投入的增

长幅度十分不稳定，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增速超过

20%，但 2016年增速仅为 3.4%，为十余年来增速最
低的年份。反映出我国尚未建立起财政基础研究经

费的稳定支持机制。在统计口径保持一致的情况

下，对增速不稳定可能的解释主要有两点：一是我

国在财政科技支持方面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以保

障财政资金的稳定投入。基础研究财政经费的筹集

离不开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

于财政部门明确自身对基础研究发展的职责和权

限，是提供稳定经费支持的重要保障。过去十余年

间财政基础研究经费一直保持增长趋势，但由于缺

乏硬性的法律制度约束，造成了各年度间增速变化

较大的事实。二是国内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还

缺乏一致性，尤其是受长期以来跟踪模仿发展模式

的影响，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理念导致财政资

金每年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的数量差异较大。

（四）财政基础研究资助方式和评价方法亟需

改变

1.财政基础研究经费配置方式不合理。20世纪
80年代前我国财政基础研究投入采取稳定性为主
的“铁饭碗”模式，对各类科研机构都通过年度预算

方式给予稳定支持。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

制随之发生改变：将原本以稳定性支持为主的资助

方式改为各科研机构通过竞争方式争取研究经费，

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有限的科技资源发挥出最大的

效用。短期内这一资助方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

随着 20世纪初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范围，高校数量
迅速膨胀，高等人才数量急剧增加，对于科研经费

图 5 2019年部分地区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与应用研究投入对比（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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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优势逐渐凸显。反观另一类科研机构国家研

究与开发机构对科研经费竞争力较之高等院校则

不断弱化，国家研发机构内高端人才不断流失。研

发机构经费资源不足，导致机构内人员施用各种手

段展开对经费资源的恶劣竞争，削弱国家研发机构

的内部协调能力与外部竞争能力。同时，在竞争性

资助方式下，已经获得财政支持的团队和机构，将

手里掌握的项目稍作改动，便可以再度申请竞争性

经费，这一“换汤不换药”的行为造成了科研经费的

严重浪费。

2.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绩效评价机制问题。现阶
段我国对基础研究绩效评价方法容易忽视其投入

大、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程度高等特点，一味地按

照市场机制进行急功近利的评价，导致科研人员心

态浮躁成为普遍现象，科研效果大打折扣。评估方

法的弊端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评价以论文

数量为导向。各高校、科研机构在研究的不同领域

都简单地采取以论文数量评价科研人员的方式，直

接导致近些年我国 SCI 文章发表数量高居世界前
列，高影响论文数量已高居全球第三位，但大多数

文章只是单纯的追求热点，能够起到重大引领性创

新的文章较少；二是评价周期的设置过短。由于财

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多是以年度预算为周期，对其

成果的评价周期也多以年度为单位，严重违背了基

础研究周期长的自身特点，导致科学家不得不放弃

那些周期长、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研究，甚至为

在规定期限内创造出科研成果而不惜进行学术剽

窃等失范行为。能够长时间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数

量呈下降趋势；三是评价的主体主要以上级或平级

政府机构为主，较少采取同行评价的方式。政府机

构人员通常缺少相关领域的专业科研知识，所制定

的量化指标难以真正区分科研成果质量的高低。

四、对策建议

（一）规范财政基础研究科目，优化调整财政基

础研究投入结构

完善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统计口径，进一步规范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与发展等各指标的口径

与协调程度，逐步提升财政统计的有效性和准确

性，在此基础上优化调整财政科技支出结构。

解决财政基础研究经费占财政科技支出比例

较低，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与应用研究差距扩大的

问题，建立财政基础研究经费长期稳定增长机制，

制定基础研究经费支持的法律制度，对基础科研经

费投入做出硬性规定。坚持财政主导地位的同时明

确各级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职责。通过法律制度

确保经费保持合理有效的增速，减少经费投入人为

决策的随意性。

解决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中央和地方投入比例

失衡问题，结合投入现状和基础研究特点，中央财

政资金投入应在维持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使其增速

与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基本一致，在组织实施一些国

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时，地方财政在财力允许的条

件下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使其增速超过

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优化央地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结

构。同时必须把握地方特色，根据地域文化、人才特

点、资源优势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建立有地方特

色的财政基础研究投入体系。鉴于基础研究外部性

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特点，一方面地方政府可

以及时完善专利、产权制度，最大程度地保护地方

基础科研人员、机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考虑到信

息时代下基础研究等创新成果传播速度加快，中央

政府应从制度层面解决地方行政区划割据局面，促

进地方政府之间针对基础研究项目进行交流合作，

运用财政资金推行利益补偿机制，提升我国基础研

究水平。

解决区域间基础研究投入不均衡的现象，应考

虑地区差异调整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对经济发展处

于较高水平、财政收入丰富的东部地区，要持续加

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打好基础研究基础，奠定当

地科技创新优势，力争将较强的财政实力转化为先

进的科技创新能力，做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头部

队”；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财政收入匮乏的广

大中西部地区，应最大限度的利用好中央财政对地

方基础研究的转移支付资金，制定更多利于吸引企

业进行基础创新活动的优惠科技创新政策，以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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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金为诱导，加大社会领域基础科学创新资金

的投入，以长期目标为着眼点，改变地方经济落后

局面。

（二）构建财政基础研究资金合理配置机制，完

善基础研究绩效评价体系

稳定性和竞争性资金分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

势与短板。因基础研究本身孕育着学科重大突破的

可能和创新未来的价值，需要财政资金稳定、长期

的支持。而另一方面，竞争性支持方式更有利于财

政资金的高效率使用，提高学术成果质量。因此，建

议构建稳定性与竞争性经费支持相结合的合理配

置机制。借鉴科技创新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针对

不同科研机构所从事的不同类型科研任务采取不

同的经费配置方式。比如高等院校生源丰富，思维

活跃且主要从事自由探索类研究事项，应在加强学

科评估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竞争性科研经费分配方

式；而国家研发机构主要从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安全等能够体现国家发展规划和目标导

向的、具有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则必

须以稳定性资金支持为主要配置方式。

针对当前我国对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的绩效评

价机制，首先要坚决摒弃以论文数量为导向的评价

方法，建立按照分类原则以突出论文质量为核心的

学科评估机制。以高校为主要研究主体的自由探索

类基础研究，应采取长周期评估方法，评估过程重

视学术成果的前瞻性和原创性；以科研院所为主要

研究主体的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重点评估其目标

实现程度以及是否对我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做

出贡献。其次要加大同行评估的比重，减少政府层

面的非专业评价，建立研究团队内部评估体制和优

良竞争的良好学术氛围。

（三）打造科技创新优势学科，财政资金流向体

现“人才战略”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各领域发展较为均衡，尚未

培育出属于自己的专长领域。相关专业机构应合理

评估各研究领域的发展潜力，财政基础研究经费应

向具备未来主导能力的学科领域倾斜，增加对此领

域学科的支持力度，打造属于我国的“科技创新名

片”。人力资源是促进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实

现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基础研究的发展更离不开

高端人才的支持。由于历史和文化因素，我国在基

础研究领域起步较晚且发展水平较低，缺少在全球

范围内具备学科领导力的科研人员。为改变这一局

面，我国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应利用财政导向出台人

才优惠政策，在做到“留住人才”的前提下不断开拓

创新动力源泉，吸引国外优秀科研人员来华进行科

学贡献。使学者真正沉下心来长期集中精力从事基

础科学研究，首先要调整硬性标准“一刀切”科研绩

效评价办法，如改变基础研究人员评聘、薪金收入

分配过程中过度依赖核心论文、高级别项目或专利

等数量指标的做法，适当延长成果考核周期，降低

短期绩效奖励所占比例，以支持和鼓励更多有潜质

有毅力的科研人员去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其次尝试

弱化科研经费拨付、重点学科申报以及学术成果评

价与人才称号之间的关系；再次为使基础研究人才

做出持久性贡献，可利用财政资金积极地为引进的

人才优化生活配套服务，并对其亲属按照能力安排

工作岗位，增强基础科研人才的归属感，解决其生

活安居障碍。降低个人所得税对基础科研人员奖励

免税门槛，通过减免或者退返税赋来减轻基础科研

人才负担。尊重人才不可空谈，管理者要从内心信

任人才，将自身摆在服务科技、服务人才的地位，简

化财政投入事前审批与提高审批效率并行，给予基

础研究人才充分的自由空间，真正使他们把主要精

力用在攻克原创性科研成果上。

（四）构建多元投入体系，丰富基础研究投入

形式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于财政的比重过高，企

业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经费来源过于单

一。在税制改革的背景下财政收入有限，基础研究

单纯依靠政府的支持不利于长期稳定的发展，加之

企业对于市场前沿的需求把握较政府更为敏锐，政

府应充分利用税收杠杆等政策吸引企业、个体资金

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例如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给

予加倍加计扣除，对企业或个人捐赠用于基础研究

的费用给予加倍所得税前扣除，对从事基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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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而不是投入的规模。这

对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适用和重要的。对促

进经济增长的内涵式经济政策来说，改革应该重

点偏向以下三个方向：宏观经济参数的稳定性

（稳定），产业结构升级转型（配置效率），以及要

素生产率（运营效率）。这三个方向都是经济增长

的根本源泉。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涵式财政政策

来说，改革努力也要向着相同的三个方向：以宏

观经济参数稳定为目标的财政可持续性（稳定）；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财政资源集中到国家政策

和改革重点领域（配置效率）；改善公共部门的产

出服务质量，提升公共服务的投入-产出效率（运
营效率）。只有这样财政政策才能促进经济的良

性发展。

虽然致力于财政可持续的研究还有很长的道

路，但是打好基础框架是关键的第一步，内涵式改

革的更多重要细节也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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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收入给予一定的所得税优惠等。

另外，应丰富基础研究投入形式，尝试利用科

技金融渠道筹措基础研究经费。科技金融是为促进

科技开发和产业化应用，而利用金融手段对科技创

新提供支持的一种工具。财政资金的有限性给予了

科技金融手段提供基础研究经费的可能性，相比传

统的财政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科技金融在风险控制

管理、信息处理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可以

保障财政基础研究资金的安全使用、提升经费使用

效率，还可以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的引导功能和杠

杆作用。但要说明的是，由于基础研究处于整个科

技创新活动链条的前端，对金融资本的吸引力相对

有限，科技金融手段更多的是扮演基础研究财政投

入的辅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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